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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民族文化数据在澳大利亚传染病公共卫
生应对中的应用

目
前普遍认为，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移民人群

感染麻疹、肺结核和乙型肝炎等传染病的风

险不同。全球公共卫生机构[1]正着力加强移

民人群民族文化数据的收集，以更好地掌握这些人群

传染病的风险，为社区水平的疾病预防控制提供依

据。

在澳大利亚国家层面，目前还没有在传染病监

测中收集民族文化数据的战略规划。民族文化数据

是指任何可识别个人文化传统、背景或关系的数据，

例如出生国家(country of birth，COB)、在家使用语言

(language spoken at home，LSH)或宗教信仰等。澳

大利亚传染病监测系统常规收集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

岛民信息。大多数法定传染病通常也收集COB信息，

但其他民族文化变量的收集情况差异较大(见框图1)。
这些数据可通过全科医生填报的病例个案卡和/或公共

卫生工作人员对病例进行访谈时进行记录。

民族文化特质是经个体自我发展而成的(self-
constructed phenomenon)，受到许多社会和文化因

素影响，包括移民状态、宗教信仰、语言、文化习俗

和政治观念[2]。由于民族文化特质难以简单、明确定

义，要收集有效的民族文化数据是一个挑战。民族文

化特质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，而且移民后代的

民族文化特质往往会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[2]。因此，

收集这类数据的澳大利亚标准[3]反映了多维民族文化

特质的理念，包括了数个变量以确保合理的特异度和

灵敏度。

尽管存在这些挑战，目前澳大利亚常规传染病

监测中所收集的民族文化数据已经对传染病的预防

控制提供了帮助。尽管COB数据收集的范围有限，

但它帮助发现了新近移民或难民中疾病负担的不同，

从而能针对来自一些高疾病负担国家的移民如南亚移

民中的肺结核和慢性乙型肝炎，开展有针对性的防治

项目[4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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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COB有助于确定新近移民或难民的疾病风

险，但对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后代与民族文化相关

的传染病风险研究很少。过去十年间，澳大利亚来自

海外的移民增加了2–3倍，移民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数已

经分别占到澳大利亚人口的20％和53％，因此，开展

这方面的研究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[5]。

最近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次暴发疫情调查中，依

据澳大利亚统计局(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，
ABS)确定的血统信息进行了专门收集，结果表明

该变量信息比COB和LSH对于确定高危人群更加有

用。2012年新南威尔士州麻疹暴发调查的血统数据

显示，21％的报告病例为血统是太平洋岛民的澳大利

亚人，17％为血统是萨摩亚族的太平洋岛民[6]。进而

发现，该民族文化人群的麻疹风险是非萨摩亚人群的

50倍(报告发病率为189/10万)[6]。因此，当地开展

框图1. 澳大利亚法定报告疾病收集的民族文化数

州/领地 收集的民族文化数据*

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 土著身份、COB

新南威尔士 土著身份、COB、LSH

北方领地 土著身份

昆士兰 土著身份和COB†

南澳大利亚 仅收集土著身份‡

塔斯马尼亚 土著身份和COB

维多利亚 土著身份、COB、到澳大利亚年份§

西澳大利亚 土著身份、COB、EO

COB – 出生国家，LSH – 在家使用语言，EO – 民族(土著身份或其他)。土
著身份分类选项包括：仅为原住民，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，仅为托
雷斯海峡岛民，或既非原住民也非托雷斯海峡岛民。

* 根据各州或地区网上法定传染病报告卡和/或通过与州和领地卫生部门
个人交流获得。

† 在昆士兰州，有些法定传染病收集种族以及在家是否首选英语(是/否)
的信息。

‡ 在南澳大利亚，COB及LSH并非常规收集资料，但一些特殊病种(性病和
食源性疾病)会收集COB及LSH信息。

§ 只针对海外出生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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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。如表1所示，COB及LSH概念有效、客观，相对

容易定义。然而，种族或血统等变量也有其固有的优

势，能够反映澳大利亚出生的非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

岛民的其他居民的文化特质和文化背景。

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文化数据收集，将可能加

强高危人群的疾病控制。我们建议新南威尔士州继续

监测COB及LSH，其他相关地区也应考虑。然而，在澳

大利亚收集血统或种族(不仅限于COB及LSH)数据以确

定多元文化群体的传染病风险还是很有必要的，特别

是考虑到和其他许多因素一起，社会、文化习俗会影

响传染病的风险[9]。

了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行动，包括在太平洋岛民特别

是有萨摩亚血统人群较多的教堂和学校中开展预防

接种门诊，还专门开发了适合当地文化和语言的宣传

材料。

在新南威尔士，由民族特色食品导致的食源性疾

病暴发也很常见[7]。新南威尔士州已经重视收集食源

性疾病病例的民族文化背景信息，并已将民族食品相

关问题纳入到常规调查表中。这些民族食品相关风险

仅仅依靠COB或LSH是不可能发现的。为了进一步探

讨哪些变量可能有助于准确反映民族文化特质，我们

使用既往建立的监测标准[8]对各种常用变量进行了评

表1. 按照既往建立的监测[7]标准*收集各种民族文化数据的优缺点

变量/描述 优点 缺点

出生国家
个人出生国家 • 相对容易定义并有效测量

• 客观、明了
• 可靠 - 不太可能随时间而改变
• 可通过ABS网站获得分母数据

• “国籍”和“出生国家”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
• 不能提供有关文化或社会差异的信息
• 不能提供澳大利亚出生居民的民族文化群体信息

在家主要使用语言
平时在家中使用的主要语
言(除英语外)

• 客观、有效概念
• 评估一致性可能较好
• 可能明了、唯一
• 可以帮助确定语言翻译需求
• 可通过ABS网站获得分母资料

• 讲同一种语言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、文化或社
会背景等。

• 不能获得祖国语言(即英语)及在家使用其它语言的
熟练程度。

国籍
护照/身份证国籍 • 易于定义和客观测量

• 可能明了、唯一
• 可靠 - 国籍类别不太可能改变
• 有效概念
• 可通过网站或向DIBP申请获得分母数据

• 多重国籍或没有护照(例如一些难民)的问题
• 不能提供澳大利亚出生居民的血统或种族信息
• 不能提供有关文化或社会差异(如宗教、生活方

式)信息

种族/血统
自我认知所属种族群体
 -可能是一个国家、地
区、宗教或文化群体等。

• 允许应答者根据选项判断自我认知的种族
• 从应答者角度概念有效
• 对应答者而言有较好灵活度
• 可通过ABS网站获得分母数据

• 多种应答分类可能导致分析困难
• 自我报告的种族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
• 可能不是唯一的
• 更像是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概念
• 该变量问题可能造成冒犯，尤其是在社区中存在种

族、民族或宗教关系紧张问题的难民中。

留在当前国家的时间长度
从到达目前国家起居住在
该国的时间(年)

• 客观、有效概念
• 评估可靠性、一致性可能较好
• 可区别新近移民和长期移民
• 可通过ABS网站获得分母数据
• 可得到到达澳大利亚的年份

• 对新近抵达的移民/难民可能较敏感，因此监测人
员调查时的问法可能不一致

• 可能需要围绕为什么收集这项信息进行讨论(从对
受访者的意义而言)

• 不能提供文化或社会差异的信息(如宗教、生活方
式)

英语熟练程度
如果在家主要使用语言为
非英语，个体对英语能力
的自我评估

• 有效概念
• 可能明了、唯一

• 可能存在较大的测量偏倚 - 意味着仅代表英语口
语能力(而不是读、写或听的能力)

• 可靠性/客观性可能不强
• 可能需要围绕为什么收集这项信息进行讨论(从对

受访者的意义而言)

宗教信仰
自我认知的主要宗教信仰
或所属宗教团体

• 有效概念
• 如果宗教团体不发生显著变化，不同时间的

测量结果可保持有效、可靠
• 自我判定，即个人声明宗教信仰

• 如果受访者不明白收集这些数据的意义，调查时可
能会很敏感

• 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、不同血
统或民族文化背景。

ABS – 澳大利亚统计局； DIBP – 移民和边境保护部

* 该标准包括[8]：概念有效性、测量有效性、明了/唯一、意义、可靠性、一致性和灵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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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们常规的传染病监测中，根据澳大利亚统计

局的澳大利亚文化和民族标准分类[10]，收集这些特定

的文化和/或血统数据，对于估计不同代的澳大利亚人

的疾病风险很有价值。分母可从ABS网站查询每5年一

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获得。当发生传播风险与社会或文

化习俗相关的法定传染病暴发时，估计不同文化或血

统人群的感染风险将很有用，例如进食特定的民族食

物、文化集会或者与家族相关的到某些疾病地方性流

行区旅行。这类信息将有助于决定社区一级卫生部门

应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。

要在澳大利亚传染病常规监测中引入新的变

量，还需进一步讨论其可接受性、数据库开发需求、

对资源的影响及所需的培训等。开发收集这类资料的

战略，可参照现有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资料

的成熟指南，包括如何实施、收集和合理使用。纳入

民族文化背景变量进行强化监测，可考虑从少数特

定病种入手，如能造成高发病率和/或死亡率的麻疹

和脑膜炎球菌病，公共卫生人员对其报告病例会常

规随访，而且社会文化习俗在这些疾病的传播中发挥

了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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